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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

红山文化确证中华文明的
突出特性 A

贾 笑 冰

摘  要：连续性和创新性是史前时期已经形成并内化于区域文明

中的特性，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先秦思想史从“绝地天通”

到周公“制礼作乐”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轴心突破”，展现了思想文化

领域的连续性变化和创新性发展。“绝地天通”是整合信仰体系的重要

变革，考古学证据显示这次变革可以追溯到距今 5800 年前后古国时代

的红山文化。从红山文化到红山文明，是连续性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

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华文明 红山文化 先秦 礼制

2023 年 6 月 2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提 出 中

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这一论断是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核心特质的高度概括，在中华文明

起 源 及 先 秦 思 想 史 发 展 中 有 显 著 体 现， 其 中 连 续 性 和 创 新 性 在 文 明 起

源早期阶段、各区域文明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为凸显这一普遍性，本

       本文系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子课题“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

程研究”（2020YFC1521601）、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

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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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以 偏 离 传 统 中 国 文 化 核 心 区、 研 究 相 对 较 少 的 辽 西 区 红 山 文 化 为 例

讨论。

一、先秦思想史演进中的文明传承

关于某一民族或文化的特质及其传承研究，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

克特提出“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理论，认为“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

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

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ethos）”。A那么，中华文明的主旋律是如何形

成的？这一问题，可从先秦思想史演进的几个关键节点略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大发展，被雅斯贝尔斯纳入所谓

“轴心突破”。B轴心突破指世界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大跃动，最

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正式发端。春秋战国时期以诸子百家为代

表的哲学思想，经后世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核心思想，并

产生长期影响。

首先，轴心突破重新确定“天”或“天命”的含义。商代尚无明确的

“天”概念，但卜辞多见“帝”。陈梦家认为“帝”即“天帝”，“常常发号

施令，与王一样。上帝或帝不但施令于人间，并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

类供奔走者”，C商王死后会上至“天廷”，“宾”于天帝左右。西周更强调

“德”，但仍沿用殷商凡事占卜的传统，相信“天”或“天帝”，提倡“天

命”。商和西周的“帝”、“天帝”等，应是活动于“鬼神世界”。轴心突破

后，“天”从“鬼神世界”转变成“天道”，即春秋战国之际各家学说均有提

及的“道”。D“道”是宇宙构成和运行的内在规律，而非“鬼神世界”。如

 A   庄锡昌、孙志民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87 页。

 B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8 年，第 9 页。

 C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572 页。

 D   《管子·内业》篇载“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

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

之曰道”。黎翔凤：《管子校注》卷 16《内业》，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932—9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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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性，所以事天也。”A孔子也提到“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

其次，轴心突破重新定义“天人关系”和天人交通路径。夏商西周统

治阶级的正统性依靠所谓“天命”维持。轴心突破前的“天人关系”毋宁

说是“天王关系”，人王要延续统治，必须向“天”、“鬼神世界”祈命。正

是因为统治阶级依赖“鬼神世界”维持统治，所以垄断了与“天”交通的

权力，只有人王及其指定祭司集团才能沟通“天帝”，即学者提到的“巫君

合一、巫王一体”。B轴心突破之后，“天”的概念由“鬼神世界”转变为

“天道”，变成超越的精神世界，“天人关系”与沟通天地的方式发生根本性

改变。“天王关系”转变为“天人关系”，人只需要通过内心修养就可以与

“天”沟通，而无须再经过祭司集团的中介，也无须经过人王特许。虽然尚

无更多记载显示此时“天人关系”已成为社会普遍认识，但根据孔子“知

我者其天乎”的感慨并自号“五十而知天命”，可知该时期已有相关认识。

轴心突破形成一系列重大变革，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轴心突破是如

何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历史上轴心突破的对象是什么？一般认为其对象

是西周初年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制度。西周初统治者在克商中意识到“天

命”无常，因此周初虽然延续“天”为“鬼神世界”的认知，但提出“德”

概念。《召诰》载“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命”，统治者只有具备“德”，才能得到“天”的认可，延续“天命”并维

持统治。《泰誓》中亦对此有明确表达，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C这一认识迫使统治集团对“敬畏鬼神、祈求鬼神延续天命”作出

调整，将对天地神灵、自然、祖先的“敬”和“畏”等情感，经由祭祀礼

仪所表达的天地与人、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关系，内化为举行祭祀仪式的

社会精英集团、政治集团成员的内心品格和所谓的“德”，将“天”或“天

 A   焦循：《孟子正义》卷 26《尽心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877—878 页。

 B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第 64 页；《艺术、神话与

祭祀》，刘静、乌鲁木加甫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 年，第 40 页；陈梦家：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 年第 20 期。

 C   《尚书正义》卷 15《召诰》、卷 11《泰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

华书局，2009 年，第 451—453、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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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天命”与统治集团的“德行”结合，经系统化形成整个社会的关

系准则。这就是“鬼神世界”向人本化、人间化、伦理化的转变，为后世

的轴心突破奠定思想基础。

粗略梳理文献所载西周祭祀礼仪系统，可知国家祭祀中存在“天神”、

“地祇”、“人鬼”三个主要祭祀对象。“人鬼”即周王的先祖或祖先神。周人

用祀、祭、享的方式依时序祭祀天地人三界神灵，又用燎祭、瘗埋和享的

途径为其提供祭品。同时，按照重要性和等级，又把祭祀仪式分为大、中、

小三等，每等采用不同品质和数量的祭品。西周时期周王、诸侯、士大夫

及至庶人均可进行祭祀活动，只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一是祭祀主体等级

不同，祭祀场所规模不同；A二是祭祀对象不同，祭祀方式不同；B三是祭

祀对象等级不同，祭品种类、组合不同；C四是玉礼器显示身分等级。D

关于西周完备的礼制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

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E西汉礼学家戴圣亦云：“礼也者，

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F杨宽认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

族公社中，人们已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

 A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泽，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孙诒让案曰“大地示虽与社同血祭，而礼秩尊卑迥殊，其祭

仪亦有同有异”，并引清儒金鹗语：“祭地专于天子，而祭社下达于大夫、士，至

于庶人。”《礼记·祭法》云“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

墠”。《周礼正义》卷 33，汪少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582 页；

《礼记集解》卷 45 《祭法》，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98—1200 页。

 B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燎祭祀天神，以血祭祭社稷（地祇），以生肉、熟肉

和奠酒享先王（祖先神）；《礼记》载冬至祭天，集解曰：“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

以达之。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人鬼在天地之间，鬱鬯芬芳，其气从乎

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故灌用鬱鬯，所以求诸上下之交也。”《周礼正义》

卷 33，第 1559 页；《礼记集解》卷 25《郊特牲》，第 689 页。

 C   《周礼·春官·肆师》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

祀，用牲”，《周礼·天官·酒正》规定祭祀不同等级的神祇敬酒次数也不一样，

“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

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周礼正义》卷 37、卷 9，第 1765—1767、429 页。

 D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

方”。《周礼正义》卷 35，第 1663、1674 页。

 E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71 页。

 F   《礼记集解》卷 24《礼器》，第 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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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

感情和愿望。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

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关系的手段。”A周初形成

的礼制体系，是继承上古时期祭祀礼仪并丰富发展而来，而上古时期祭祀

礼仪的形成也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国语·楚语》载观射父云：“及少皞之衰

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

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B观射

父所述虽是上古传说，但同时也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记忆。他将中国上古宗

教发展总结为“民神不杂”、“民神杂糅、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

无相侵渎，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绝地天通”是中国宗教发展的重

要节点，反映上古原始信仰变化及其背后社会发展状况。

“绝地天通”的说法得到宗教学和人类学研究支持。学界一般将宗教发

展史分为“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历史宗教”、“世界宗教”四个发展阶

段。C在古代宗教阶段，出现了神的“天阶体系”（分掌不同职司的各级神

灵），形成主神崇拜。“绝地天通”或反映了原始宗教与古代宗教的分野。二

者的活动对象虽相似，但活动方式差别明显。前者偏重于依靠“超自然力”

强加影响或控制客体，D属于“个体巫术”。此时巫师分散在家庭、小部落

群体中，只要有适当的途径，人人均可成为巫师。巫术的服务对象仅限于个

体或小群体，信奉“万物有灵”，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体系、规范和等级

差别，对待神灵的态度以强迫和控制为主。后者通过相对规范的活动，形成

较为系统的祭祀礼仪体系，以人王控制的祭司集团作为中介沟通天人（天

王）关系。此时对待神灵的态度转变为敬奉、求告、取悦与讨好，其服务对

象是以人王为代表的社会整体。由此，“绝地天通”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可

大致对应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规模小，社会组织结构以氏族、部

落为单位，所谓的“巫”或“巫师”均为氏族内部成员兼任。“绝地天通”

 A   杨宽：《“冠礼”新探》，《古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38 页。

 B   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514—515 页。

 C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第 1—3 页。

 D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第 486 页；J. G. 弗

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汪培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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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会发展或已进入“古国”阶段，此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规模显

著增加、社会组织趋于复杂化，“巫”或“巫师”专职化并由政治领袖兼任。

“绝地天通”将史前时期不同区域普遍存在的个体巫术行为整合为规范

化、体系化的公共信仰；周公“制礼作乐”将其以礼仪形式进一步制度化；

春秋战国之际的“轴心突破”进一步将礼乐制度人本化，内化为个体共同遵

从的信仰理念。思想领域的系列变革展现了社会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承袭与创

新。由“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再到礼制形成的过程，A反映思想和信

仰领域逐渐规范化、制度化，中华文明的特质逐渐形成并延续发展。有学者

将这一过程细化为夏以前的“巫觋时代”、殷商的“祭祀时代”、周的“礼

乐时代”，分别对应“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B将殷商作为

祭祀时代，显然认为“绝地天通”发生于夏商之际，而最新考古发现表明，

“绝地天通”的思想领域变革可以向前追溯至距今 5000 多年前的红山文化。

对红山文明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讨论，不仅可以为“绝地天通”的发生提供

物质证据，也可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传承的史前基础。

二、红山文化在继承创新中形成发展

红山文化是辽西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C发端于距今 6500
年前后，上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在距今 5800 年前后进入古国文

明阶段。红山文化不仅延续了本地区较早形成的文化特征，而且融合了

广泛区域内的其他文化因素，成为区域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红山文化

向红山文明的演进，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以下主要从陶

器、玉器、人像、聚落模式四个方面追溯红山文化物质和精神文明要素

 A   李泽厚概括为“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参见《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北京：三

联书店，2015 年，第 41 页。

 B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1页。

 C   “辽西区”是苏秉琦基于区域内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提出的，包

括今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北部的部分区域。其范围与西辽

河流域范围大体相当，但西南部扩展到河北的张家口地区。参见苏秉琦：《中国文

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40 页；朱延平：《辽西区新石器时

代考古学文化纵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

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年，第 9—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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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探讨红山文化向红山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变迁及对文化传统的承

袭和创新。

（一）陶器器型、纹饰的继承与创新

陶器具有易碎、成本相对较低、容易更新等特性，是对时代变化最为

敏感的器物，陶器组合及其特征是判定考古学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依据。

在辽西区考古学文化发展进程中，兴隆洼文化陶器组合简单，以体型大小

不等的筒形罐为主，偶见陶碗类小型器物；年代稍晚的赵宝沟文化陶器仍

以筒形罐为主，但陶器组合中出现椭圆底罐、斜口器、尊、钵等新器类；

红山文化陶器种类进一步丰富，除了筒形罐、斜口器、钵等，增加罐、壶、

筒形器等，陶色、陶质也富于变化，一改此前考古学文化陶器以灰黑色系

为主的特征，出现相当数量的彩陶器。

筒形罐是辽西区常见且持续使用时间较长的陶器。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纹

饰布局简单规律，采用三段或两段式纹样：前者由上段的弦纹、中段的附加

泥条带及其上纹饰和下段占器表一半以上的主体纹饰构成；后者不见中段的

附加泥条带。主体纹饰多刻划或压印制成，可见交叉纹、人字纹、网格纹、

之字纹等。从相对随机的刻划交叉纹到整齐排列的压印之字纹，纹饰风格逐

渐规范、固定。赵宝沟文化筒形罐在沿用之字纹的同时，使用大量几何纹

样，纹饰布局也从规律的分段施纹转变为双层纹饰：以之字纹或刻划纹作为

底纹，其上刻划几何纹；或以之字纹或刻划斜线纹等作为几何纹饰内部的填

充纹样。红山文化筒形罐延续赵宝沟文化纹饰布局特征，采用单一纹饰装饰

器表，不见双层纹饰。筒形罐形制和纹饰特征相对连续而稳定的变化，反映

本地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其使用方式和功能也一脉相承。

筒形器是红山文化新出现的陶器造型，以中空无底为主要特征，普

遍 发 现 于 祭 祀 礼 仪 类 遗 址 中， 牛 河 梁 遗 址 发 现 较 为 集 中。A根 据 牛

河 梁 遗 址 层 位 关 系， 可 以 确 定 口、 底 形 制 基 本 一 致 的 筒 形 器 出 现 时 间

略 早 于 口、 底 特 征 区 别 明 显 的 筒 形 器。 前 者 与 庙 底 沟 文 化 的 支 座（ 或

称“支圈”）特征较为相似，B支座通常与尖圜底或小平底类器物配套

 A   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
2003 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30 页；严文明：《中国古代的陶支脚》，《考古》198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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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在以平底筒形罐为主要生活陶器的考古学文化中并无实用功能，

应与红山文化新出现的小平底陶器相关，可能是在与周边文化交流过程中

受到外来影响出现的。后者器表的三段式纹饰布局与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纹

饰布局相似。筒形器虽形制特征变化明显，但双勾涡纹和主体纹饰分段布

局特征是对辽西区文化传统的回归与再现，B以彩陶纹饰作为传统压印纹饰

的补充，以新的彩陶艺术形式再现本地传统特征也是红山文化继承和发扬

传统的表现，显示出明显的连续性变化。C

彩陶在红山文化出现伊始就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特征，因此多被认为是

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交流的物证。D红山文化彩陶在纹饰母题、

纹样布局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色。龙纹（包括垂鳞纹、龙鳞纹）、伞盖

纹、旗帜纹等纹饰母题多与此前区域内已存在的刻划纹饰相似，E如龙鳞纹

继承赵宝沟文化刻划龙纹特征，垂鳞纹与刻划垂弧纹基本一致，双勾涡纹

的构成方式见于兴隆洼筒形罐的连弧纹等。F即便是通常被认为与庙底沟

文化彩陶上的花瓣纹最为相似的勾连涡纹（勾连花卉纹），G纹饰演变趋向

也与庙底沟文化差别明显。H与庙底沟文化多以一条纹样带构成器表纹饰

不同，红山文化延续了传统分段构图的纹样布局模式，以多条平行分布的

纹样带共同构成器表纹饰，既可以同一纹样带重复排列，也可根据形制特

点采用纹饰母题不同的纹样带组合。

从整体看，红山文化彩陶纹饰母题结构相对简单，纹样带的多样组合带

来灵活变化；仰韶文化彩陶则没有复杂纹样带的区分，而是以纹饰母题的复

 A   小河沿文化就发现了与小平底尊共出的支座，参见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

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 年第 12 期。

 B   郭明：《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第 34—
38 页。

 C   郭明：《红山文化勾连涡纹纹样的演变——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中心》，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364—373 页。

 D   郭大顺：《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关系再观察》，《郑州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E   郭明：《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第 45—49 页。

 F   朱延平：《红山文化彩陶纹样探源》，《边疆考古研究》第 6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78—87 页。

 G   郭大顺：《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关系再观察》，《郑州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H   郭明：《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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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构图彰显纹饰变化。二者彩陶制作技术虽然相同，但纹饰特征及构图方式

的复杂性和偏重不同，显示地域文化在理念上的差异。红山文化彩陶的基本

构成元素承袭自本地，以多种组合方式形成与其他考古学文化不同的纹饰风

格。虽然制作和表现方式从传统的压印或刻划到彩陶纹饰，但基本纹饰单元

及构图方式的一致性表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学习和吸收彩陶生产

技术的红山先民以新方式展现传统纹饰，除以彩陶纹饰装饰器表外，刻划纹

还与彩陶纹饰组合出现，A实现了北方地区传统装饰技法与彩陶技术的融合。

除筒形器外，罐、壶等是红山文化新出现的器型，其中双耳罐与在庙底

沟文化中发现的同类型器物造型几乎相同，因此也被认为是受到其他文化影

响的产物。B这类器物在红山文化中存在连续性变化，在纹饰上也显示出深

度融合的特征：辽西区长时间延续使用的压印之字纹成为双耳罐上的主要纹

饰；彩陶双耳罐上的纹饰也采用了红山文化习见的纹饰组合与纹样布局。新

出现的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中形成与其“源出”文化特征不同的独特发展脉

络，渐渐消除了其与典型北方传统间的差异，共同构成红山文化的特征要素。

陶器特征显示，红山文化不仅实现了对本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改造，

使之以全新的特征展现在红山文化中，同时还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其他

文化的多种要素，并将之有效融入自身的文化系统中，内化为红山文化不

可分割的要素。

（二）玉器的飞跃式发展

玉器具有原料的稀缺性和制作的专业性，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承担社会等级规范载体的功能。玉礼器不仅是社会秩序的重

要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辽西区玉器的使用可以追溯至兴

隆洼文化，而红山文化早期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玉器在种类和形制方面基本

相同，表明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玉器特征的变化并不明显。

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玉器种类、数量呈现明显的飞跃式发展，玉器造

 A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发掘发现了上段为刻划纹、下段为彩绘的器物。

 B   研究者对双耳壶演变趋向的判定不同，对同一件器物的年代认定也有差别，赵宾福、

薛振华将西水泉的彩陶双耳壶归为红山文化第一阶段（《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

展阶段研究》，《考古学报》2012 年第 1 期），余西云认为此件与小河沿文化同类器相

当，属红山文化较晚阶段遗物（《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89—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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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样，功能开始分化，除作为装饰品外，形体较大、造型复杂的重器成为

重要玉礼器。根据特征，可将红山文化玉器分为两类，第一类延续辽西区本

地传统。红山文化发现的玉环（镯）虽未见于兴隆洼文化，但其规范的正圆

与兴隆洼文化玉玦圆孔的制作方式相同，承袭的是本地成熟的管钻技术；A

以人或动物形象作为原型的仿生玉器，雕琢工艺可以追溯至兴隆洼—赵宝沟

文化石雕人像或动物形象的制作；组合或变形的玉器造型与赵宝沟文化陶尊

上以动物形象为基础加以变形的“神兽”形象异曲同工。B第二类吸收借

鉴了更广泛的北方区域玉器风格。红山文化玉璧为方形或不规则圆形，璧面

中凸，刃状缘，内缘也见方形和不规整圆形两种。虽是红山文化新出现的玉

器类型，却是北方地区较早就已经流行的形制，造型、风格可以追溯至距今

9000 年的小南山文化。C与小南山文化玉璧相比，红山文化的玉璧体量更大、

更为厚重。其圆孔制作采用由方取圆方式，沿用北方地区的石器制作传统。

在玉器种类和造型丰富的同时，玉器的规格和体量也有所提升，红山

先民为玉器赋予了规范和展示社会等级地位的礼器意义，D成为红山社会规

范化等级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即便是传统上作为装饰品的镯环类玉器也

承担着性别区分或性别分工意义。E红山文化玉器在承袭本地传统基础上，

吸纳北方地区更广泛区域内的玉器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玉器群

风格，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征。

（三）人像体现的信仰连续性

雕塑偶像是辽西区延续时间较长、较有特色的遗物，其在区域内的流

 A   邓聪：《中国最早石制轴承的功能实验考古试论——查海遗址轴承形态分析》，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8 年，第 131—141 页。

 B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 年

第 6 期。

 C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 2015
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 年第 8 期。

 D   郭明、盖丽艳：《浅析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与玉礼制》，《北方文物》2023 年第 4 期。

 E   牛河梁遗址随葬玉镯具有标示墓主性别的意义，总体看，大体存在女性戴双镯，左

右手各一，男性单镯戴于右手而女性单镯戴于左手的规律。参见郭明：《浅谈墓葬中

的性别“代码”与社会秩序——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墓葬为例》，贺云翱主

编：《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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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被视为社会中信仰连续性的体现。A其中以人像最具特色，根据材质和

工艺的不同可以分为石雕、陶塑、泥塑、玉雕等。

石雕人像延续时间较长，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都有发现。兴隆洼

文化石雕人像造型简单，仅依据石料基本特征简单修整，底部呈楔形，面

部和身体特征模糊，粗略雕琢大致的直立人体形象，女性雕像腹部隆起，

人像高 35.5— 67 厘米。兴隆洼文化发掘出土的 3 件人像皆位于灶旁与门道

相对一侧、面向门道，B采集的 2 尊石雕人像无法确认具体使用位置，C但

出土地不远即有兴隆洼文化房址。赵宝沟文化采集石雕人像 6 尊，D皆为裸

体孕妇像，面部五官及身体特征较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清晰，仍着重表现

突出的腹部，其他特征则有所减省，造型不完全符合人体结构比例。赵宝

沟文化石雕人像皆坐姿，部分人像底部有“尖形小石座”，似为兴隆洼文化

人像楔形底部孑遗，体型较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略小，最小的 1 件通高仅

9.5 厘米。虽然人像皆为采集品，无法确定其使用位置及使用方式，但根据

附近发掘清理的 5 座房址，结合人像下部的尖状底座，推测其使用方式及功

能可能与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相同。红山文化目前发现保存相对完好、形

象清晰的石雕人像 4 件，分别出土于半拉山和草帽山遗址，E可确认的部分

皆为人头像，面部特征清晰甚至还体现了头饰的特征。从兴隆洼文化开始、

历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石雕人像的特征变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雕琢

技术逐步提高，面部形象更加清晰生动。石雕人像使用地点有从私密性房

址转向墓地、祭坛等社会公共空间的趋向。

 A   张弛：《不变的信仰与竞争的社会——兴隆洼—红山文化雕塑的题材及展演形式》，

《文物》2022 年第 7 期。

 B   白音长汗遗址 AF19 出土 1 件，腹部隆起，为女性雕像；南湾子北遗址出土 2 件，

男女各 1 件。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

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 2017 年第 1 期。

 C   王刚：《从兴隆洼石雕人像看原始崇拜》，《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8 年第 3 期。

 D   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滦平县博物馆：《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94 年第 3 期。

 E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

的发掘》《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 年第 2、7 期；邵国田

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年，第 27—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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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塑人像仅见于红山文化，在东山嘴、半拉山、牛河梁、兴隆沟等遗

址均有发现。A陶塑人像以孕妇像为主，形象较为生动，可以按体型大小分

为两类。体型较大的一类内部为空腔，可以确定姿势的皆为坐像；体型较

小的一类为黏土捏塑，实心，四肢比例协调，高度多不超过 10 厘米，直立

或坐姿形象皆有。从出土位置看，除半拉山遗址的 1 件人像残件（M29:1）

出土于墓葬填土内、兴隆沟遗址整身人像出于房址中，表明人像与墓主或

房主关系密切外，其余陶塑人像多见于文化层或灰坑中，多有残损，出土

环境已不能反映实际使用方式。但遗物废弃地点应与其使用地点存在联系，

如废弃于东山嘴、牛河梁等特殊礼仪场所的陶塑人像可能是在相关仪式活

动中残损后被遗弃。出土于不同遗址的陶塑人像在形象和造型上保持相对

一致的特征，在使用上则显示出在公共礼仪场所与在相对私密的房址或墓

葬的差异，表明这一时期陶塑人像虽仍用于个人或小群体的仪式活动，但

更多是应用于群体活动中。

泥塑人像目前仅见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B可分为相当于真人 3 倍、

2 倍及与真人等大 3 种规格。“女神庙”中室西侧出土了保存较为完整的人

像头部残件（N1J1B:1），约与真人等大，学者认为可能是贴塑于墙壁的高

浮雕人像。C中室西侧还发现呈盘坐状的腿部残件，推测牛河梁遗址泥塑

人像应为盘腿坐像。虽然目前无法准确判断泥塑人像的功能，但其集中出

土于远离居住区的礼仪活动中心，且以体型大小显示等级差异，表明其已

经进入更为完善的等级体系之内。

玉雕人像发现数量相对较少，器体普遍较小。除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

M4 出土的 1 件之外，那斯台遗址也采集到 1 件。牛河梁遗址出土者为整身

 A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4 年第 11 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

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 年

第 2、7 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1983—2003 年度）》，第 253、254、329—331、390、39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敖汉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红

山文化聚落》，《考古学报》2023 年第 4 期。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

度）》，第 17—38 页。

 C   张弛：《不变的信仰与竞争的社会——兴隆洼—红山文化雕塑的题材及展演形式》，

《文物》202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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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雕立人像，A通高 18.5 厘米，出土于墓主左侧盆骨外侧，背面朝上。颈部

的穿孔显示其应为系绳携带，功能应与其他材质可随身携带的小型人像较

为相似。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人像材质不断丰富，制作愈加精美，表明

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准逐渐提高。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人像面部相对模糊

的特征不同，红山文化人像面部刻划更为精细，从比例结构上更能体现其

反映对象的真实性，表明偶像所代表的神（或祖先神）逐渐具体明晰。同

时，偶像使用逐步规范，兴隆洼文化时期在房址中仅涉及小范围人群或个

体的仪式活动，在红山文化时期仍然延续，只是偶像材质从石质更换为更

易获取和制作的陶质。同时小型仪式活动发展为公共礼仪活动的一部分，

并且开始以人像体型大小彰显其等级和地位。人像特征及其使用情境的变

化显示，红山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从“家为巫史”向“绝地天通”的社会

变革。

（四）聚落结构变迁中的传承和演变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辽西区发现数量众多的聚落或聚落群，是

观察该区域社会形态发展的重要材料。

兴隆洼文化时期巫术活动多发生在居住区甚至房址内，是以家户为核

心单位的活动。在兴隆洼文化分布的不同区域的表现略有差异，老哈河流

域及以南区域为居室葬，西拉木伦河流域则为家户内的偶像崇拜。居室葬

为生者与死者同“居”一室埋葬，B房屋是埋葬及与之相关仪式活动的发生

地，房址内遗物的分布显示存在居室葬的房址内举行过某种仪式活动，C表

明在埋葬行为完成后，房屋的延续使用过程中也作为某种仪式活动的场所。

特殊的埋葬形式反映墓主的特殊性，无论是出于亲情观念对死者的保护，

抑或是害怕受到死者侵害、希望得到死者灵魂保护等采取的行为，D都说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

度）》，第 405—407 页。

 B   居室葬暂不考虑废弃后埋葬于房屋区域内，或埋葬行为发生后房屋便遭到废弃的

情况。

 C   刘岩：《日常生活实践：查海遗址聚落空间的社会考古学研究》，《考古》2020 年第
12 期。

 D   陈星灿：《史前居室葬俗的研究》，《华夏考古》198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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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时先民已有明确的灵魂观念。因某种原因不葬入公共墓地的个体与其

所属家户关系密切，具有明确所属关系及私密性质，或可视为家户独特的

“祖先神”雏形。A房址规模不大，无法作为社会公共空间使用，应是以家

户为单位的仪式活动空间。查海、兴隆洼、兴隆沟遗址都发现相当数量的

居室葬，B有居室葬的房址与其他房址之间不存在规模上的差异，埋葬于房

址内的墓主与埋葬于公共墓地的墓主之间也不存在等级或财富上的差异。

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岸虽未发现居室葬，但发现了可能与原始信仰相关

的遗存。白音长汗和南湾子北遗址各发现 1 座出土石雕人像的房址，C人像

作为可能的崇拜偶像，与房址的所属关系清晰，所有权和与之相关的活动

主体应属于此房址中生活和居住的人群。出土石雕人像的房址在规模、结

构布局和位置等方面未显出与其他房址的差异，房址内出土遗物有筒形罐、

石铲、骨镞等日用陶器和生产工具，也与其他房址相似，表明出土偶像的

房址虽然可能兼具巫术活动功能，但并非专门的仪式场所。居室葬和偶像

的出现说明，虽然不同区域具体表现方式不同，但兴隆洼文化时期相关信

仰活动已经出现。日常生活与原始宗教活动在同一区域内并存，并未形成

固定的活动场所，崇拜活动多与个体或小范围人群有关，表明尚未成为全

体成员参与和接受的统一信仰。

赵宝沟文化时期石雕人像延续使用，兴隆洼文化时期起以个体或家户

为单位的仪式行为仍然存在，但此时出现祭祀活动区与居住区分离的迹象。

在赵宝沟遗址两处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外，还发现一处面积达 323.75 平方米

 A   这里的祖先神不一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而可能是有血缘关系的较早死亡个

体，萨满教中有将特殊死者的灵魂作为偶像供祀的传统，这些特殊的死者也成为

萨满教中的祖先神。参见孟慧英：《中国东北部地区少数民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巫祖

祖先神》，《民族研究》2009 年第 6 期。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

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0 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

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 年的发掘》，《考古》2004
年第 7 期；刘国祥：《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发掘回顾与思考》，《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6 年第 2 期。

 C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

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

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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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砌祭祀平台。A从环境单元的区分看，两个集中的居住区分别位于两

个山梁的缓坡上，而石砌平台位于另外一座山梁顶部，独立于居住区外。

独立的祭祀礼仪活动区域意味着影响范围更大的公共礼仪活动空间出现。

红山文化聚落分布的重要特征是祭祀礼仪活动区（包括埋葬区）与日

常生活居住区分离，这一特征在大凌河中上游，蚌河、老虎山河流域的考

古调查都有发现。B围绕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如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开展的

区域系统性调查显示，大型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周边区域发现的遗存以祭祀

礼仪性为主，C而不见祭祀礼仪活动中心的赤峰地区发现的遗存则以居住类

为主。D祭祀礼仪活动区的层级划分，以区域可容纳或发生祭祀活动的种

类和活动场所的规模为依据。E等级最高的牛河梁遗址可见多种祭祀礼仪

活动遗存，除“坛庙冢”外，还有各类祭祀坑及其他地面祭祀遗迹。牛河

梁遗址祭祀礼仪活动区和高等级墓葬区共同构成最高等级的祭祀礼仪活动

中心，遗址群面积可达 50 余平方公里；等级略低的东山嘴、胡头沟遗址有

独立的祭祀礼仪活动场所或高等级墓葬区，但遗址群规模明显较小，东山

嘴遗址群面积约 5 平方公里。

在修建和使用影响范围不同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的同时，以兴隆沟遗

址房址内出土陶塑人像为代表的规模较小的仪式活动仍在居住区内开展。

两种趋向的并存发展，影响了红山文化的聚落模式。聚落中祭祀礼仪活动

发生场所和特点的变化体现了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演变。红山文化祭祀礼仪

活动以公共和个体两个层面分别发展：一方面，在赵宝沟文化形成的独立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北京：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B   于怀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与特征》，《北方文物》2023 年第 4 期；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

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2005 年第 3 期。

 C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4 年第 11 期。

 D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凌河上游流域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10 年

第 5 期；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编著：《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

段性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学院：《2014 年牛河梁遗址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研究》，《华夏考古》2015 年

第 3 期。

 E   贾笑冰：《5500 年前，牛河梁祭祀礼仪完成史前首次制度创新》，冯时等：《万年中

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 年，第 174—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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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礼仪活动区的基础之上，红山文化社会公共空间进一步发展，祭祀礼

仪活动中心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以家户为单位的祭祀礼仪活动继续在小

范围内延续和发展，成为社会“小传统”。祭祀礼仪活动区从生活居住区中

区分出来，形成多处规模庞大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墓葬作为社会公共礼

仪活动载体的属性进一步完善，成为祭祀礼仪活动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祭祀礼仪活动的多样化、祭坛和其他大型社会公共设施的出现，大型祭

祀礼仪活动中心开始营建和使用，同时依据礼仪活动区的内容和影响范围，

祭祀礼仪性遗址的等级划分逐渐完善。

牛河梁遗址作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由多个遗

址点组成，发现的祭祀礼仪活动遗迹几乎涵盖目前红山文化所有祭祀礼仪

活动特征。除高等级墓葬区外，还在第一地点、第十三地点发现大型高台

建筑。第一地点的修建选择了牛河梁遗址区海拔最高的山脊，依托山势并

通过垫土、积石形成平台作为公共礼仪活动区域，在大型山台建筑周边发

现的更多功能区域意味着该处为综合活动场所。东山嘴遗址也是重要的祭

祀礼仪活动中心，A总体结构由墓地和其他礼仪活动空间构成。而从公共活

动空间的规模看，东山嘴遗址群的祭祀规格明显低于牛河梁遗址。胡头沟

遗址反映的社会分层特征和墓地结构布局皆与牛河梁遗址相似，B高等级墓

葬在砌筑石墙的原料、随葬玉器等方面不如牛河梁遗址。相似的随葬品组

合在玉器体量和质地上的差异，是区域间等级差异的体现。参照东山嘴遗

址的发现，如果胡头沟遗址也存在独立的社会公共设施，其规模也应略逊

于牛河梁遗址。而墓葬规模等级相对较小，埋葬和其他祭祀礼仪活动无法

在区域内同时开展的半拉山、田家沟遗址，构成了红山社会祭祀礼仪体系

的最低层级。C在大型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兴建和使用的同时，规模较小的

 A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4 年第 11 期。

 B   方殿春、刘晓鸿：《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再一次调查与发掘》，《北

方文物》2005 年第 2 期。

 C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

地的发掘》《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 年第 2、7 期；王来

柱：《凌源市西梁头红山文化石棺墓地的发掘与研究》，辽宁省博物馆编：《辽河寻

根  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65—81 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辽海记忆——辽宁考古六十年

重要考古发现（1954—2014）》，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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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区内，在家户内举行仪式的传统仍然延续。兴隆沟遗址房址内出

土的陶塑人像，A应是兴隆洼文化家户内偶像活动的延续，意味着以个体或

家户为主体的仪式活动在红山文化时期仍然存在。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祭祀

礼仪活动的两级分化，上层相对集中、规范的祭祀礼仪活动区与传承自更

早时期的服务于家户或小区域的仪式行为并存。从与祭祀礼仪相关的活动

设施规模看，社会上层可能倡导公共祭祀礼仪活动，且区域人群普遍接受。

通过聚落形态分析，可以看到巫术活动在辽西区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发

展轨迹。兴隆洼文化时期开始的巫术活动在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公共礼仪

化倾向，至红山文化，社会上层已利用社会公共礼仪活动以规范化、等级

化的方式整合独立分散的巫术活动，为秩序化的红山文明发展奠定思想文

化基础，此后经一系列思想变革成为引领社会潮流和方向的“大传统”；而

社会底层以个体为中心的巫术活动仍然在小范围内延续，成为影响范围有

限但持续存在的“小传统”。对辽西区史前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简要分析

可以发现，红山文明是在对区域文明的承袭和创新性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

物质文化特征存在明确的连续性变化，而对周边文化因素的吸收和利用不

断丰富其内涵，是文化连续性和创新性发展的物质表征。聚落结构改变和

大型祭祀礼仪活动中心的营建，反映社会发展与变革背后更深层次的对传

统偶像崇拜和仪式活动的整合与升级。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从物质和精神领

域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文明起源阶段的证据。

三、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

辽西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延续中有突破的

特点，在原始信仰、原始宗教的嬗变中尤甚。距今 8000 年前后的兴隆洼文

化与距今 6500—4800 年的红山文化对照，二者的差异及其反映的社会变迁，

与文献记载宗教史上“绝地天通”前后的变化较为相似。

兴隆洼文化分布范围较广，然而其分布范围内仅发现零星的巫术活动迹

象，且不同区域的表现方式存在差异。石雕人像仅见于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岸

较小的区域，居室葬多发现于老哈河以南，相关活动主体为房址主人和与之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敖汉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兴隆

沟遗址第二地点红山文化聚落》，《考古学报》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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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小范围人群，显然未能影响兴隆洼文化的全部分布区域。与相对平等

的社会秩序对应，偶像的属性为自然神，神灵的作用和地位也较为有限，仍

处于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范畴。A兴隆洼文化玉器以各类小型装饰品和仿形

工具为主，随葬玉器的墓主可能为巫或萨满。B墓葬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方面

并无明显差异，表明“巫”或“萨满”并无明确分工或等级差异，更接近于

“绝地天通”前“家为巫史”、“人人为巫”的状况。

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一些变化。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是兴

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的延续，表明以家户为主体的仪式活动延续并发展，赵

宝沟遗址中独立于居住区并与原始信仰相关的遗存，反映兴隆洼文化时期

普遍存在表现方式略有差异的“个体巫术”，开始向影响范围更大的“公众

巫术”转变。

红山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中期以来，一些遗址的居住区内出土了偶像类

宗教礼仪用具，表明部分聚落仍存在极小范围内的礼仪活动，或许是兴隆洼

文化时期形成的原始崇拜活动孑遗，此时已成为社会“小传统”。而在社会

主体层面，原始宗教的发展出现质变。首先是礼仪行为相关遗存分布范围扩

大，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而且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牛河梁遗址群成为红

山社会的超大型礼仪中心，其下东山嘴、胡头沟等遗址则可能是次级区域礼

仪中心。虽年代相隔久远，但祭祀礼仪场所在规模上的等级差异，与后世礼

制体系中祭祀主体等级不同、祭祀场所规模不同的特点相符。

在牛河梁遗址群，还可以观察到礼仪活动的制度化体系。第一地点台

基建筑群上发现燎祭遗迹，而且不同的燎祭遗迹中发现不同的焚烧物；在

“女神庙”周边分布着埋有器物的“祭祀”坑；山台上发现与“祼礼”近似

的器物组合。这些遗迹现象与后世礼制中祭祀对象不同则祭祀方式不同，

祭祀对象等级不同则祭品种类、组合不同的规制如出一辙。遗迹与出土遗

物的特征似可与文献所载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活动对应，很可能是

“燎祭祀天、瘗埋祭地、肆献祼享先王”的源头。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大量

玉器，学者认为其种类、器型以及组合的差别与墓主人身分、地位、职业

 A   郭治中：《论白音长汗发现的女神像及其崇拜性质》，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

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29—41 页。

 B   李新伟：《中国史前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新探》，《江汉考古》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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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这正是《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 、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制的反映。可以说，中国古代用玉制

度及以玉明德的传统文化，与初步形成“以玉事神”用玉制度的红山文化

密切相关。

此外，红山文化普遍存在极具特色的各类人像或称神像，是兴隆洼文

化、赵宝沟文化人像的发展。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神像，大者甚至是

真人大小的两三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古埃及文明，法老埃及时代特别是较

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在壁画、浮雕、雕像等各类艺术作品中，神和法老的

形象均远大于一般人物，如果是神和法老同处，则神的形象大于法老。红山

文化神像形象充分说明此时的神灵已经具备初步的“天阶体系”。以上信息

表明，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信仰体系变革，与文献对“绝地天通”

的描绘较为相似。

透过辽西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演进轨迹，可以勾勒出以陶器、人像、玉

器的使用规范和聚落布局为代表的文化内涵与原始信仰的传承发展。更为

重要的是，在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中，红山先民对区域内流行的多种信仰

加以整合并使之秩序化，为社会延续和发展奠定思想基础。现有证据表明，

从“个体巫术”到“公众巫术”的转变在赵宝沟文化时期初见端倪，经过

红山文化早期的发展完善，至红山文化中期形成制度更为成熟、影响范围

更广的等级化的社会公共礼仪秩序，创造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

体系和用玉制度雏形，实现了从“原始宗教”向“古代宗教”的过渡，即

“绝地天通”的转折。

红山文化中期阶段进入中华文明的古国时代，向上是对辽西区早期考古学

文化内涵的继承和延续。这种连续性突出表现在以陶器器型、纹饰为代表的文

化传承上。筒形罐、之字纹仍然是红山文化陶器的主要器型和纹饰特征，在接

受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彩陶技术后，所表现的纹饰主题仍是兴隆洼文化或赵宝

沟文化时期纹饰主题的变体，中原地区对辽西的影响更像是技术传播而非文化

传播。此外，成排分布的方形或长方形居址的聚落模式、玉器使用、人像，均

为辽西区早期文化传承。其向下则通过创新性发展完成了“绝地天通”的变

革，开启“祭祀时代”，它所创造的“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成为后

世礼制蓝本。及至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周人将“德”的思想融入祭

 A   郭明、盖丽艳：《浅析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与玉礼制》，《北方文物》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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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礼仪体系内，发展出礼乐制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突破奠定思想基础。

轴心突破后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经由后世损益，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思

想内涵的核心。

从先秦思想史角度看，古国时代完成的“绝地天通”形成由人王控制

的祭司集团沟通天地的基本结构，在该结构中，出现“天”、“地”（其实就

是地上之人）二元关系雏形，宗教向度的祭司集团成为二元世界的媒介，

即最初的“天人关系”或“天王关系”。当然，此时的“天”毋庸置疑是指

包括祖先神在内的“鬼神世界”。轴心突破之后，“天”由“鬼神世界”转变

为“天道”，“人”则由人王代表的统治集团变成真正的“个人”， 而个人的

内心修养取代祭司集团成为沟通“天人关系”的媒介。虽然二元世界的实

质内涵及其沟通媒介已判然不同，但这一基本结构得以保留，以至于“天

人关系”、“天人合一”的讨论成为历久弥新的话题。

结  语

马王堆帛书《要》篇载孔子云“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

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始之而非也……吾求其德

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A简练地描绘了“由巫到礼、释礼归仁”

的先秦思想史发生发展路径。从考古资料看，发生于红山文化中期辽西区

社会的剧烈变化及其反映的社会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是红山文化进入文明

阶段的重要证据。虽然其社会持续发展与创新，仅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的区域性案例，却可以为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基础。

〔作者贾笑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  政）

 A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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